
新亞書院誕生之前後 

張丕介 

 

  本年（即一九六九年——編注）九月二十八日是新亞書院成立二十周年校慶

日。本校將擧行慶祝，來紀念這個意義深長的日子。校慶紀念籌備會，決定編印

校慶特刋，公推王佶先生和王德昭先生編輯，並約請本校同人分別撰文，搜集歷

年生活圖片資料，擇要刋出，以資回顧與前瞻。王先生囑丕介爲文簡述新亞書院

創立之經過，因當日參與創校之人，由於種種原因，離校者日多，而留校者愈少，

對當年艱難締造之經過，傳聞雖多，而往往與事實有所出入。丕介僥倖追隨諸仝

人之後，躬逢其盛，且二十年來獻身於新亞書院，未嘗間斷，對當日之情形，所

知較詳。故王先生所囑，不敢堅辭。不過「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以下所述，或不免記憶上有錯誤，至盼讀者原諒，並惠予糾正，以便異日修校史

者參考。 

 

新亞書院之誕生，適逢我國憂患重重的時代。中國大陸在八年抗戰勝利之後，

突然陷入一場空前的浩劫。整個國家民族，以及數千年之傳統文化，面臨着存亡

的威脅。擧國上下，悽惶不安。文化敎育界所謂知識分子，更爲徬徨，雖報國有

心，而自保無力，只好四散逃竄，抱着復興傳統文化的種子，尋求可以暫時偸生

的地方，以期把這種子播到一片乾凈土上，讓它萌芽茁壯，然後開花結果。由於

這種形勢與苦心，於是創造了我們這一所小小的新亞書院。我們可以說，這樁小

小的敎育事業，生於憂患；而且，當工作實際進行時，情形並不如想像的簡單，

其間充滿了曲折，充滿了辛酸。我們回顧新亞書院誕生的經過，和它誕生之後最

初幾年中所遭受的磨折與痛苦，眞是不勝感慨系之。 

 

一九四九年夏初，我隨同逃亡大潮，來到香港。我的計劃是在這個英國統治



下的自由港，編刋一種定期刋物，就是隨後出版的「民主評論」半月刊。這是戰

後在香港最早出現的一份大型雜誌，半月一期，標榜着明顯的原則：政治民主、

經濟平等，和學術思想自由。我與徐復觀先生分工合作，他負責籌措經費，打開

對外發行的關係，我負責徵集文稿，編輯和校對等事務。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 

創刋號出版，許多朋友表示讚許，我們乃决定正式發行。那時最重要的問題是缺

乏適當的文稿，所以盡量聯絡能撰寫此類文稿的學者。這時錢穆、唐君毅、謝幼

偉諸先生，差不多同時到港。這幾位先生是我在南京辦「學原」時期的舊友，此

時成了「民主評論」的主要作者，又是一般讀者所熟悉的名字。他們的文章的確

爲「民主評論」生色不少。我們幾乎天天見面，討論時代問題和思想問題，非常

投機。在談話之中，我獲知了他們原來另有一個計劃，就是要在香港創辦一個私

立的專上程度的小型大學。我與復觀兄都贊成這個計劃。關於這項計劃的實情大

致如下： 

 

一九四九年春國內學人流亡來香港日漸增加。其中錢穆、謝幼偉、崔書琴及

吳文暉等四人，也想在香港創立一所私立專上學院，初不料在港九創辦學校，並

非易事，不但他們手頭資金太少，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且人地生疏，根本無從

下手。香港雖爲華人社會，但政治制度與過去大陸情形完全不同。他們再三再四，

反覆考慮，不能產生可行的計劃。而最不幸者，發起人之一吳文暉先生中途退出。

另一發起人謝幼偉先生，應約返台。崔書琴先生爲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不能久留

香港，故也隨時準備赴台。至此，四位發起人只剩下錢先生一人，實在孤掌難鳴。

於是他乃商請唐君毅先生及我兩人，參加創辦計劃中的學校。 

 

學校定名爲「亞洲文商專科夜校」，爲大學程度。因無自備校舍，乃租用佐

頓碼頭附近偉晴街一家中學的三間課室，登報招生。至於課程，當時並無嚴格的

系別，祇籠統歸納爲文史、哲敎、及經濟三系，由錢先生主持文史，唐先生主持

哲敎，並由我主持經濟系有關的課程，崔書琴先生則担任法學，其他課程視臨時



約請敎師而定。學校成立後，選定十月十日爲校慶節，表示我等在思想上特別重

視國家觀念及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 

 

就是這樣，這顆細小的文化種子悄悄的播下了。沒有大吹大擂的宣傳，也沒

有名流要人的開幕剪彩。在一九四九年雙十節的晚上，師生全體二三十人，擧行

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慶祝會，慶祝這個海外文化敎育事業的誕生。所有出席的都

多多少少講了幾句話，說出各人心中隱藏的理想和信念。錢先生談宋元時代的書

院制度，比喩我們這一樁小小的新興事業，充分發揮了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的價

值。唐先生的講話偏重中國文化與其遭受的危機。輪到我說話的時候，我感到躊

躇一時不知說什麼是好，結果只簡單的談到武訓行乞興學的意義，可謂即情即景

的臨時發言。不是嗎？所有在坐的都是流亡難民，有國難投，有家難歸，身無長

物，而又要辦一所自己理想的學校，除去師生集體行乞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其

他出席的先生和學生講了一些什麼話，我已記不得了。但當時大家情緒熱烈，充

滿信心，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夜校成立表示我們完成了第一個努力的步驟；下一

步是什麼呢？我們面臨着許多嚴重問題，幾乎都是不可克服的： 

 

我們需要一個像樣的校舍。當時租用的地方過分簡陋，狹小，喧鬧。 

 

夜校上課時間太短，敎學雙方都極感不便。 

 

當時幾乎沒有任何設備可言，尤其圖書更是極端缺乏，所有的課程都是大班

講演。 

 

我們缺乏最低限度的經濟條件，甚至每月房租都成爲致命的威脅。敎師全部

自費，學生絕大部份是免費生，其情形之嚴重，出人想像之外。 

 



這些困難問題壓迫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於是見面就談，而愈談愈覺心情沉重。

這個樣子的學校怎樣生存下去？會不會夭折呢？我們沒有一般私立學校的條件，

沒有政府的支持，沒有宗敎團體的協助，更沒有大企業的基金爲後盾。總之一句

話，要希望這樁文化事業能生存並能發展，必需寄望於任何方面的大力支持。 

 

這個力量在那裡？ 

 

當我們感到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猛然出現了奇蹟式的變化。這變化結束

了我們學校的第一個階段，同時把學校的發展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關於這一

㸃我在下文中還要報告。 

 

一九四九年冬，「亞洲文商專科夜校」誕生未及半年，程兆熊先生自台灣招

來新生十數人，一時苦於無法安頓，一無敎室，二無宿合，學生雖非來自大陸流

亡靑年，但大多數皆無力解决食宿問題，學校大窘。當時又適逢交通工人罷工，

港九形勢頗爲嚴重，夜校之艱難困苦達於頂㸃。 

 

適於此時，王岳峯先生挺身而出，先在北角租下北角公寓，暫時安頓諸生， 

旋即與我等徹底討論學校之全盤計劃。王先生慨然以發展海外文化敎育事業自許，

接連多日商談，决定結束亞洲文商夜校，以之改組爲全日上課的「新亞書院」。

由於王先生之突然參加，學校的形勢與遠景，大爲改觀。 

 

王先生來自上海，爲一建築企業家，富於資財，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極爲熱

心。他於聚談之際，每有新穎見解，而一有計劃，立即劍及履及，付諸實施，較

之書生論政，有空談而無實際者，大不相同。 

 

結束夜校，其事至易，但創設一所具規模的大學，却非倉促之間所能實現。



依王氏之見，新亞書院的規模决不小於現有的香港大學，而應爲一所現代性的國

際大學，內設文、理、法、商，醫各學院。然王氏亦知，大處着眼，小處入手， 

爲事業的不易之理，故主張首先租用比較適用的房舍，作爲初步立足之基礎。新

亞書院初步的藍圖，概括如下： 

 

停辦夜校，改組爲全日上課的新亞書院，向香港政府敎育司署重新登記。 

 

敎務組織，分文史、哲敎、經濟、商學等系。 

 

學校人事，由錢穆任校長，唐君敎授任敎務長，張丕介任總務長，趙冰大律

師任法律顧問，王先生自己負建校之責不居任何名義。 

 

籌謀經費，物色及裝修校舍，概由王先生負責。 

 

學校改組後，同人及學生皆大感興奮。 

 

新校舍位於九龍深水涉桂林街，包括第六一、六三、六五號樓宇的三四兩層。

此新建樓宇，間格及裝修皆甚方便。一切敎具及設備皆由王先生繪圖監製，且日

夜進行，以期於一九五〇年三月初正式遷入開學。 

 

桂林街時期的新亞書院就此開始。 

 

新亞書院改組籌辦的消息，引起了香港社會的注意，尤其大陸學人流亡來港

的，對之更表現了同情的熱心。新亞書院的成立與以後的發展，大部分得力於他

們的鼓舞與協助。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的數年間應約來院任敎的許多學者，

往往白盡義務，或只領取一㸃微薄的車馬費。他們任敎，或半年或三月，或只講



演一、二次，然後各奔前程。但新亞書院的消息，也賴他們的同情報告，而傳播

於世界各地。在一九五〇到一九五四年間，究有多少這類新亞之友，我已無法記

憶。以下列擧少數學者的姓名，當可概見一斑： 

 

吳俊升，胡建人，任 泰，劉百閔，羅香林，梁寒操，張純漚，羅夢册， 

余天民，黃華表，左舜生，蔡貞人，伍憲子，陳伯莊，徐澤予，衛挺生， 

卓宜來，凌乃銳，夏濟安，孫祁壽等等。 

 

這些學者的聲名對於流亡靑年的號召力之大，是無法形容的。再加上若干其

他人士，或學術團體及出版界的協助，新亞之名乃不脛而行。失業的流亡靑年，

三三五五，請求入學。他們並非爲文憑而來求學，而只是爲了一個理想。他們需

要中國傳統文化的指導，以求了解故鄉故國種種災難的造因，以及國家民族的前

途。這是純潔靑年要求受敎育的機會，他們在別處無法得到的，希望在新亞可以

入學深造。不過他們的窮困程度更甚於學校。他們希望無條件免費入學，同時更

希望學校協助他們，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問題。可惜我們有心無力，只能收容他

們之中的一小部份。在那一時期，新亞書院是一所名符其實的流亡學校，由流亡 

敎師與流亡學生共同形成的海外敎育事業。凡當日參加新亞的師生，回想起那段

艱苦生活，莫不感慨系之，成爲終身難忘的一段歷程。也只有那一時期中的師生，

纔能體會到所謂新亞精神，「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的眞正意義。也只

有他們能深切了解新亞是一個大家庭，衷心誓言「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新亞書院改組成立，遷入佈置整齊的校舍，依我們的理想聘定敎師，開設課

程，校內師生自然非常興奮，校外人士也爲之欣羨不置。人人相信，新亞將有一

番光明的前途。 

 

然而那時的新亞畢竟還是一株纖弱的幼苗，還經不起風雨吹打，因新亞本身



還缺乏自立生存的條件。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似乎有一種黑暗勢力，和它

的命運作對。一九五〇年，中國大陸的形勢鬧得天翻地覆，港九也是紅塵滾滾，

人心惶惶，影响到一切文化敎育事業的發展。新亞書院自然也難以倖免。由於王

岳峯先生的企業受了致命打擊，新亞書院也立即陷於面臨深淵的危險境地。新亞

書院的經濟基礎突然成了問題，而且自此以後，接二連三的不幸事件層出不窮。  

 

我們遷入新校舍時，王先生宣佈專任教授八人各支月薪伍佰元，連同房租與

雜費，學校全年預算將近十萬元。這是一筆龐大的數字。開學兩月之後，王先生

事業不遂的不幸消息，已經傳開，人人感到惶恐不安。當時負責學校的是錢、唐

二先生與我，焦急萬分，敎授薪金可以暫緩支付，而課程必須繼續；房租必需按

月支付；少數工讀生的生活費不可減，也不可少更不能停。如何是好？於是我們

三人，連同若干文化敎育界的朋友，決定用武訓行乞興學的方式，四出勸人捐募，

一佰也好，一仟也好，必須募到維持學校生存的最低數字。港九兩地的朋友，莫

不熱心協助，但他們多半也自顧不睱，捐助一兩次，便無能爲力了。我們不停的

撰寫論文，向報紙和雜誌投稿，領取微薄的稿費，雖是零星收人，也聊勝於無。

這時新亞書院之窮，窮出了名。我們的艱苦奮鬥，也成了少數人的話題。 

 

第二個嚴重的打擊發生於一九五二年，也正是學校災難重重，形勢最爲嚴重

的期間，比較經濟困難，更不易克服。因爲經濟困難還可以徐圖補救，而這一次

的打擊却與新亞書院的存亡攸關。實情經過，簡括如下： 

 

一九五二年香港政府頒佈商業登記條例，所有港九私立學校都要到工商署辦

理登記，自認爲營利企業，並繳登記費二百元。此一消息在新亞同人中，引起了

很大的激動。因爲依照中國傳統敎育觀念，學校並非營利團體，而是爲敎育而敎

育的事業。當時新亞書院窮到如此地步，不但無營利可言，且根本上堅持中國文

化傳統，爲敎育而敎育。小小一群師生所自豪的也全在這一㸃。我去拜訪學校顧



問趙冰大律師，詳商對策。據他指出，新亞必須辦理登記，不過不到工商署，而

到高等法院申請登記。我們必須用實事證明，新亞並非謀利的團體。要完成這一

套法律手續，我們必須準備政府的調查，同時又須請一位律師，起草學校的組織

大綱與條例，一一送呈法院，然後等待批准。這時錢先生因爲學校募捐，前往台

灣。我寫信問他關於學校登記的意見。他的回信是斬釘截鐵，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更不可造成中國文化的汚㸃，必要時，寧可關門大吉！ 

 

錢先生的態度堅定，本在意料之中，但要實行確萬分艱難：接洽律師，起草

學校的條例，以及奔走於法院與律師樓之間，往返磋商，曠日廢時。不幸趙先生

又當久病之餘，不勝煩囂，暫停大律師職務。爲了挽救學校的命運，趙先生乃挺

身而起，獨力承担這一大堆困難問題。回想起來，至今爲之歉然。最後高等法院

批准了我們的請求，而時間上已經是一年之後了。錢先生及各仝人，尤其趙先生， 

熱心維護中國文化傳統，這種精神是我們終身難忘的。而香港政府對於我們這個

流亡學校，也算仁至義盡了。 

 

新亞書院桂林街時期的學生，是一羣熱烈響往中國文化的靑年，如果拿他們

和許多其他國立與私立的大學生比較一下，他們顯得完全不同。 

 

那一時期的學生們，大多數是由中國大陸流亡而來的靑年，他們響往中國文

化傳統，有强烈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思想，雖在流亡之中，不因個人生活困難而氣

餒。他們把學校感情化了，當作一個大家庭，在生活極端困頓之下，人人努力學

習，工作，對師長衷心的崇敬。他們在課程之外，鍜練自己，接受了文化使命。

我們看到他們入學時的難民形象，衣衫襤褸，營養不良，我們也看到他們心靈上

的創傷，以及他們所抱的對於光明的前景的期望。因爲學校小，經費奇缺，我們

所收容的學生極其有限，所以許多靑年不得其門而入。至於這些少數被收容的學

生，也正是最貧困的。貧病相乘自是無法避免的，他們的健康情形，一望而知， 



使人爲之不忍。學校無醫藥設備，對他們無法一一照料。對病勢特別嚴重的，如

肺病患者，我們接洽私人醫生，替他們免費治療，打針，服藥，或送入醫院療養。

學校不僱用工人，打理雜務，乃創行工讀制度，使學生獲食宿之所。當日受照顧

的學生，今日早已畢業多年，分佈於世界各地，在學問上與事業上各有表現，聞

之令人欣慰。學校是一個家庭，只有這些學生纔能體會到這句話的眞正意義。 

 

尤於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間曾就讀於新亞書院的學生，或任敎於新亞

的敎師，以及協助新亞書院發展的校外人士，事後談及新亞往事，莫不津津樂道

所謂「新亞精神」。 

 

何謂新亞精神？學校方面，對此並無嚴格一致的解釋。有時稱之爲桂林街精

神，有時稱之爲人文主義精神，亦有時稱之爲家庭精神。因為彼此會心，所以也

不待進一步分析解釋。此種心理狀態，頗爲玄妙有趣。 

 

我以爲，對此若實若虛的概念，無法詳解，亦不容强解。但回顧當日學校的

情形，師生共同爲理想而奮鬥，社會人士對新亞的同情與協助，又非用此一概念，

無法表達此一共同心理狀態。當時學校文獻中，比較能反映事實的眞象者，有三

種，可視爲此種精神之具體流露。 

 

一爲新亞校歌，首先創用新亞精神一詞，代表師生共同之響往，自我策勵，

等於新亞的誓詞。歌詞可謂激昂慷慨，歌譜爲黃友棣先生的創作。 

 

二爲學規：新亞學規二十四條，詳列吾人的敎育理想，對任敎者的督責，對

學生的激勵，而綜合一句，「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學規產生於學校遷入新校舍不久之後，參與學規起稿者除錢、唐、張三人外，尚

有吳俊升先生。我等最響往的學校制度，如宋元以來私人講學的書院制度，故「學



規」亦充分流露我國古代的崇高理想，而使新亞顯然有別於現代流行的大學制度。 

 

三爲新亞書院連續數年擧辦之文化講座，這是本校的創擧，亦可認爲新亞精

神的具體實現。其經過情形，大致如下：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之間，由大陸流亡來港的學者甚衆，或稍留即去，

或暫爲觀望，等待機會，以便有所作爲。但大多數學有專長，並熱愛中國傳統文

化，而無機會以展其所長。新亞遷入桂林街校址之後，學人來訪者旣多，但限於

學校規模與經費，無法一一聘請，於是創立史無前例的文化講座，利用晚間無課

的時間，每週洽請校外學者作公開的學術講演。其講演內容，由講者自行决定。

四樓大敎室可容百人以上，聽衆來自四方八面，不少爲大陸時期的知名之士，願

藉此機會略慰流亡生活的寂寞。應約來校演講者，當然無報酬，亦不受學校任何

約束，只是自由講學而已。講座的情形類似目前港大與中大的校外課程，所不同

者，講演人無學校的聘書，無事前編定的課程表；施敎者，不以敎師自命，受敎

者亦不以學生自居。每次演講之後熱烈討論，充分表現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的精

神。我與錢、唐兩先生所講的次數最多。計自講座開始至一九五四年結束，講演

者四、五十人，聽者熱烈參加，大敎室座無虛席。文化講座在這三、四年中擧行

講演達一百五十次，內容遍及新舊文學、中西哲學、史學、經學、理學、各大宗

教思想、中國傳統藝術、戲劇、繪畫、詩歌、社會學、經濟學等等。講演者爲吳

俊升，劉百閔，林仰山，徐訏，董作賓，沈燕謀，羅時憲等先生，不能備載。若

非有共同的精神條件，如何能動員如許學者，參加此一盛會。故國之戀與傳統學

術文化之思，實爲根本動機。稱之謂新亞精神之具體表現，似不爲過。當日的講

座多無事前撰就的講稿，亦無有系統的記錄，幸得孫鼎辰先生不畏艱鉅，收集不

完整的筆記，補充修改，由新亞研究所出版，題名爲「新亞書院文化講座錄」。

吾人回念前塵，當日情景，宛然如在目前。 

 



以上三事，雖各不相同，但確是新亞創立初期的精神表現，或由於表現的塲

所而稱之爲「桂林街精神」，亦或稱之爲「人文主義精神」，或「新亞精神」。要

在顯示新亞在學術文化活動中確有其獨特之處，非一般學校所比擬。 

 

一九五二─五三年是新亞書院爲生存而鬥爭的關鍵之年。經費來源斷絕，無

法支持校舍房租，及少數敎師的鐘㸃費。我等雖四出奔走，但或借或捐的數字太

小，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錢先生爲了捐募經費去台灣，某日在台北淡江英專演講。

不幸房頂塌陷，打得他頭破血流，幾乎喪命。消息傳來，全校師生大爲震驚。其

次爲法院登記，辦理經年，迄未獲准。同時一部分教師又先後離港，各奔前程， 

學生之中亦有多人去台，或去海外深造。一九五二年夏第一屆畢業生三人，假六

國飯店擧行畢業典禮。全體師生及眷屬朋友，不過五、六十人，典禮隆重而熱烈，

但對學校前途的隱憂，見乎辭色。 

 

恰於此時，否極泰來，使學校又一次戰勝厄運的威脅。 

 

美國在香港設立亞洲協會。並由艾偉（JAMES IVY）先生主持其事。艾偉先

生結識本校學生多人，因而詳知本校宗旨，歷史，及現況，慨然有意協助。艾偉

爲一美國青年，嚮往中國文化，經數次懇談，决議新亞書院接受該會初步的援助，

藉建立新亞研究所之名，由該會撥助專任研究人員的研究費。而以其中的半數，

轉交新亞書院，以應付學校最低限度的經費需要。研究所設立於太子道，一層租

用的房屋，有專任敎授四人，及研究生四名。艾偉先生兩次來港主持亞洲協會，

均對本校備極關懷。賴他的熱心協助，本校乃得打開國際援助之門。新亞以後的

發展，乃步入新階段，影響本校此後的發展，極為重要。 

 

繼艾偉先生之後，而來香港爭取本校的合作者，爲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雅禮

協會。該會在湖南辦雅禮中學及湘雅醫學院，歷有年所，成績卓著。大陸變色以



後，此項合作事業中斷，乃擬就台灣、菲律賓、新加坡，和香港四地中國人辦理

的敎育或醫藥事業之中，選擇一處，爲經濟協助的目標。盧鼎（HARRY RUDIN）

敎授攜帶此項使命，來港調查。到港後，因本校學生奚會暲君的介紹，到桂林街

校舍參觀。他對新亞簡陋的校舍，與少數師生，自然一目瞭然。其時學校方面與

盧鼎敎授並無接觸，乃由他提議約請本校敎師數人，到半島酒店餐叙。（編者按：

此段所述與錢穆〈新亞書院創辦簡史〉及盧鼎〈一九五三年東西釗之會〉所記相

左，請參看。）談話開始，趙冰先生告知諸同人及盧鼎敎授「一個重要消息」，

高等法院已正式批准本校爲爲敎育而敎育的社會事業，可以豁免本校的商業登記。

仝人及盧鼎敎授皆大歡喜，此爲一年以來之艱苦鬥爭的收穫，趙先生之功最偉，

而給盧鼎敎授一最深刻的印象。數日後本校擧行第二屆畢業典禮，盧鼎敎授應約

觀禮，目睹本校師生，歡聚一堂，熱情洋溢，與其不折不撓的精神，深爲感動。

於是援助新亞之計乃定。次年一九五四年，雅禮協會派駐香港的代表郎家桓

（CHARLES H. LONG）先生來港履新，執行雙方合作計劃，從此新亞書院的發

展乃進入全新階段，規模愈大，合作者愈多。繼雅禮之後，本校於一九五九年，

接受香港政府的建議，改爲專上學院，參加統一文憑考試，同時即接受香港政府

的補助費。再後數年（一九六三年），中文大學成立，新亞書院爲中文大學三個

基本成員學院之一，以至於今。 

 

關於新亞書院一九五四年以後的發展狀況如何曲折，所遭遇實際情形如何複

雜，以及其奮鬥如何艱難，校慶特刋另請有他人執筆報導。本文所回憶者，限於

新亞誕生的前後，且往往語焉不詳，幸乞讀者諒之。 

 

（原載《新亞書院二十週年校慶特刊》，一九六九年。） 


